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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案】

30年前，1984年9月3日至10日，一场由全国120多位中青年学者参与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在浙江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当年参会的很多年轻人，比如王岐山、马凯、周小川、周其仁、华生、张维维
迎等，日后都在中国经济改革史及经济学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多年以后，它的思想价值并未随着时间流逝
而被淡忘，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

30年后，2014年9月18日至20日，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
究中心主办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会议”，又在莫干山召开。200多位中青年学
者重上莫干山。他们讨论的问题更契合中国当下，但他们追寻的精神，却与当年的莫干山一脉相承。

30年后再话莫干山，不仅是追忆当年它为改革所做的贡献，更是在追忆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改革年
代”，追忆思想解放、自由平等的精神，还有那个年代的家国情怀。

30年前和30年后的上山路

时光进入2014年9月，再上莫干山的路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高铁
和飞机，将莫干山旁边的杭州和全国各省市联系到一起，从山脚下一路延伸
到山顶的柏油路虽然曲折，却很顺畅。

“刚才听到一个词儿，他们叫我们‘老前辈’。觉得很
不适应。咱们怎么就堕落成老前辈了？我们现在没有资
格被称为中青年了，但是就我自己而言，还有我周围的
朋友们看我，我觉得还是保留了这么一种心态：把自己
当作中青年看待。”在开幕式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打趣。

开会第一天，几乎所有人都在追忆和讨论莫干山精
神。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黄江南把这
种精神总结为三点：使命、责任和开创精神。“从1984年莫
干山会议那一天起，甚至是莫干山会议之前，我们就觉
得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我们的责任。”

“现在认为我们当时能够惊动中央、能够‘上折子’，
得到领导重视，是‘士’的荣耀。但我认为，这是违背莫干
山精神的。莫干山会议最根本的精神是思想解放，是人
的解放。”黄江南回忆说。

时光回到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
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
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几年，改革主战场
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
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
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
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问题。

在北京，一批经过上山下乡的青年回到城市，他们
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文学、农村和改革，满脑子
想的都是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比如从陕西回来的王岐
山，从山西回来的王小鲁，从内蒙古回来的翁永曦，从东
北回来的朱嘉明。这些年轻人彼此认识，经常骑着自行
车满北京跑着聚会，他们身上的小资情结早已被摧毁，
见面就谈国家大事。

常修泽曾经把当时的青年队伍分成三股：一股是大
学里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像常修泽所在的南开大学经
济研究所就办有“读书会”，探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问
题；二是中国社科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三是
在北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在
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除了这些专业
研究队伍外，在民间还有大量关心改革的中青年在执著
探索。

而这些来自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青年人，曾深深
扎根于中国大地，不少人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
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他们思想解放、知识新颖、敢想敢说。

“整整一个暑假没回家，看了一个月的稿子”

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是朱嘉明、黄江南和张钢等人，当时朱嘉明33岁，黄
江南34岁，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经济师和
助理研究员。在朱嘉明他们看来，年轻一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机到了。

1984年初夏的一天，朱嘉明、黄江南、张钢来到天津进行学术交流后，在
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朱嘉明口述，张钢写下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
作者会议的通知，用铅笔写在一张破纸上。

后来莫干山会议的官方称呼是“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中青年”这个称呼的发明者张钢躺在办公室里的行军床上，脚翘在墙上，心
想，会议起个什么名字呢？我们三十岁了，不是青年了，当中年又不甘心，于是
他猛一翻身，喊了一嗓子“中青年”！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场“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
中国改革研讨会”，温元凯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
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
泽普等，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这个会以一个响亮
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
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张钢说：“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
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

当年的莫干山会议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
《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这
在当时的影响轰轰烈烈。发起者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
集论文，论文够不够硬，是能不能上山的唯一条件。

开这个会，没有领导表态同意，也没有人反对。有人好心对张钢说：“出了
事,我们都可以脱身,你张钢跑不了。”张钢回答，“没什么,就是把我打倒,我也没
有半截砖头高。”

与此同时，这群“中青年”成立了三个组，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负
责人担任；二是筹备组，三是论文组，组长是1951年出生的王小鲁。

临时办公地点在北京燕京饭店。他们几乎都是“知青”一代，身上有着“江
湖”精神，不惜出力流汗。对收到的1300多篇论文，他们进行了七次评审，不徇
私情、不讲关系、遵守程序，最终挑选出120余篇。

多年后，有成员回忆：“整整一个暑假没有回家，看了一个月的稿子。”

一位女士在山下哭：“我也是搞改革的呀”

1984年9月，翟新华从山东济宁印染厂出发，他是上莫干山者中的一员。9

月1日下午乘公共汽车一路站到兖州，买不到当日去杭州的车票，他四处托
人，好不容易才登上了凌晨两点的火车。

“车上人多得出奇。不要说没有座位，就是坐在地板上，连蹲下去的地方
都没有。人贴着人，脚挪动一寸就要碰到别人。车窗都关着，又闷又热，加上
挤，人们都很烦躁，时有争吵。火车过了徐州，又过了南京，本以为到上海会有
座了，不料，常州、无锡、苏州过了，上海到了，仍没有座。一直站到杭州。从凌
晨2点一直站到下午5点，15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个苹果，没有上
一次厕所，同时大汗不止，口渴难忍。对我来说，这是历史最高水平，就是‘文
革’大串联，也没有此景况！”

在交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的年代，不仅办会不易，即使很多受邀代表来

再再话话莫莫干干山山

开会也难。要不是看到这份记录，似乎那个时代的困境已经被淹没了。
办会者也很穷。当年会议的资金来源是“1980年代的众筹”。中央书记处农研

室资助10000元；各发起单位资助1000至2000元不等，其支出项目主要是印制材
料、会场、交通和伙食补贴等。筹备组给参加者寄出会议注意事项，写着：“会议
代表差旅费、住宿费回本单位报销”，“由于住宿安排条件有限，请不要提前到
达”。

“当时从未听到任何当事人口里吐出过一个难字，完全是众人拾柴，热气腾
腾的感觉。”有参会者回忆。

但至今让人们记忆深刻的，是那些超越了贫穷的东西。
“一位女记者哭闹着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后来实在不行，让她上来一

晚上，第二天必须离去。总之，非常严格。”有参会者多年后回忆。
黄江南则说，“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阻挡

她的人说，你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
‘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呆一天就离开。结果她留
了下来。”

黄江南记得，上山者中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的思想很解放，不
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中秋节晚上喝多了，他们唱到半夜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回忆，1984年莫干山会议主要讨论了
七个议题，分别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
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
问题的建议等，其中关于价格改革的“放调结合”的思路（又称双轨制）最先被决
策层接受和采纳，因而现在人们往往把莫干山会议和双轨制联系在一起。

但莫干山会议留给后人的远不只此。
在华生看来，虽然参会者都是因为论文被选上的，但是论文只是一块敲门

砖。在会场上从头到尾，没见过谁写的什么论文，那时候印刷条件也差。
“到那儿之后，根本不管你写过什么东西，来了就是参与讨论，聚焦到需要

解决的问题上来。”
挂牌讨论，是莫干山会议的一大发明，即任何人可以提议讨论某个问题，经

过大会学术组认可，即可挂牌讨论。白天各个小组的会议都有议程，到了晚上，
就挂出一个牌子，比如，今晚几点到几点价格组辩论什么问题，欢迎参加。这就
不分组了，谁有兴趣都可以来。 （下转B03版）

2014年9月18日，浙江莫干山，“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
年纪念会议”召开第一天，常修泽、王小鲁、黄江南、贝多广、杨沐、魏小安和蒋泰惟这7位当
年的参会者，还有200多位中青年学者，重上莫干山。

30年后再话莫干山，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改
革年代”，是一种单纯、执著、自由的热情和精神。

本报记者 郑雷 实习生 周一 董兴生 葛欣鹏

1984年莫干山会议参加者再上莫干山。

9月18日，著名经济学者常修泽和年轻人在一起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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